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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司法新典範的轉移： 

論復歸式正義觀點的轉向制度 

陳 祖 輝  

壹、前 言 

「轉向」（diversion）是近年來少年司

法、矯正體系的重大變革，其基本意涵係

指降低正式司法體系之干預，而直接由執

法人員將偏差／犯罪少年轉介至其他非司

法的部分，減少機構處遇所造成的負面烙

印效果（楊士隆與林健陽，2001：372）。

世界各國的少年轉向計畫大致不脫離以社

區、學校、社會福利資源來實施相關的庇

護工作。在庇護的過程裡，我們除了關心

如何矯正少年的偏差行為與觀念之外，至

於如何承擔未來的責任與如何再面對受害

者這方面，似乎是著墨太少，2005 年 1 月

在新竹縣新豐鄉一名甫自矯正學校出來的

少年，他犯下駭人聽聞的姦殺案便是一

例。當前全世界的少年司法，一直處在：

懲罰與處遇，這兩個對立取向觀點之上在

搖擺著。近十年隨著少年犯罪低齡化快速

成長的趨勢來看，許多國家，如：英國和

日本，不得不修正少年刑事政策，開始下

探到懲罰青少年階段的違犯者。反觀我

國，基於少年保護、教育的立場，目前仍

選擇容忍少年犯罪；目的不外再多給青少

年朋友自新的機會，避免淪入被貼上「負

面標籤」的命運。但是，無論是採懲罰取

向的少年司法？抑或是教育處遇為主的少

年司法？基本上，當面對：修正社區、被

害者、加害者與家庭這四者間的關係需求

時，懲罰與處遇的作法在滿足各方的期待

與需求之上，嚴格來說，對真正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因此，西方

許多國家開始思考少年司法的未來走向

時，他們一致認為，及早介入處遇，以及

尋求：加害者、被害者與社區這三方利益

與權利上的平衡，是其典範轉移的努力目

標（Seymour & Gregorie，2002）。 

貳、 少年司法的典範轉移：修復

型的少年司法興起 

「修復型」的少年司法（restorative 

juvenile justice）是立基在復歸式正義，著

眼於：修復傷痛（repairing harm）、排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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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resolving conflict），而不是用於處罰加

害者之上的一種實踐。西方社會自 1970

年起，開始瀰漫著：不滿應報式司法、被

害者權益獲得重視、公民參與運動、司法

多元主義、社區警政與社區非正式司法運

動等風氣（莊忠進，2003：57－60；Galaway

與 Hudson，1996），修復型的少年司法強

調 公 共 的 問 題 解 決 （ public prob-

lem-solving）與公民的積極參與司法過程

等 作 為 被 視 作 為 建 構 一 種 「 共 信 」

（communitarianism）社會的團體意識而準

備（Galaway & Hudson，1996：44）。一個

具有「共信」的社會是指一個團體中有著

高度互助、互賴與互信的社會網絡，個體

願意捐棄個人主義的利益，對團體的忠誠

重於個人的權宜性便利。在這樣的社會

裡，人與人因為彼此間的緊密互信互賴，

進而激發高度的羞恥心與責任感，願意朝

向再整合彼此與團體間的關係而努力。此

時少年司法不再是象徵著發生在一座嚴肅

的法庭殿堂那般的事務，它可以發生在任

何一個社區、社會福利機構、警察局、學

校或適當的集會場所等，透過對話與調解

的手段進行每一個環節所發生的事情。這

類的司法過程裡，沒有絕對審判權力的法

官，有的是：協調者（警察、觀護人、諮

商專業人士、社區領導者、老師、法官）、

加害者、被害者這三方的互動關係，他們

所要討論的議題內容分別是：（Galaway & 

Hudson，1996：45） 

一、犯罪的本質該如何界定？ 

二、誰應該讓司法體系來服務？如何

讓案主進入這個司法體系？ 

三、如何讓司法體系滿足案主的基本

需求及面臨一般社會的期待？ 

四、專業協調者應如何完成當一般公

民、加害者、被害者互相面對面時的角色

扮演功能？ 

根據上述四點，在修復式少年司法

內，每一個參與者的角色扮演，參考

Bazemore（1996：57）的看法綜整如下表

一所示： 

預期目標 

參與對象 
透過苛責來產生約束力 透過能力培養來修復關係 提升公共安全 

加害者 

實實實實實復實害者與

社區的損失 

必必必對必害者必必必

理人 

在社區在實實參與在在

提供資源性的角色扮

演，藉此改善必生活品

質 

為為為為為為為，提供

相關產製資源在：新的

經驗、技術、自我肯定

學習 

參與在必參與參參的參

所，進行復歸式的均衡

計畫 

發展發為在在發制、新

在儕關係與組織性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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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害者 

為為參與過積中的積一

個階段 

提供關提提理提提的提

件以及實到犯罪衝擊的

情緒感實 

在自在的在在在參與在

解 

協協協定對加害者提協

制裁 

提供提提提提進提修復

過積 

建建社區提供建加害者

的服務 

提供加害者必對社區所

提的持續性安全關懷、

恐懼與發制行為 

對提必對必害者對對提

供保護性的支持 

社區 

在在協在者的參與性角

色 

發展社區服務與提供支

薪工為機會建加害者，

藉以承擔賠償之責 

承擔承全的責承來協協

必害者與接納支持加害

者 

對提少年培養必新機會

來提供生產性的貢獻 

營營少年承擔責承的能

力與發展社區的歸屬感

提供少年司法提提對少

年的監護關係與顧問指

導 

發發社區發發的少年發

差問題，產生預警效果

少年司法專業者 

促進在解工為進行  

擔保修復過積擔以發生

發展發營性發復歸的社

區服務選擇 

激對社區激激參與在解

過積 

教教社區教民  

對提少年犯發展新的角

色，允許對們參與實踐

和展示培力 

在少年與社區的能力之

在確認賠償範圍 

發展社區的發發關係  

發展加害者承諾提監發

管理者所要兌現結果的

範圍 

協協學協與協協，藉協

對們之力來維持並監發

少年的行為 

發展發發組織性的預發

能力機制 

參、 復歸式正義的歷史緣起 

歷史上，復歸式正義的發展曾經沉寂

一時，離最近開始有系統記載的時期是

1980 年初期的英國，然後隨即擴散到北美

洲的加拿大與美國，之後又有南半球的紐

西蘭與澳洲加入，才使得復歸式正義成為

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在美國，特別是南方

各州，直到 19 世紀中葉，社區在定義它的

價值與行為規範時，仍舊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衝突或罪（sin）的解決，通常是利

用宗教集會時，透過當面解決問題

（confrontation）、承認（confession）錯誤，

祈求社區寬恕、諒解，冀能重新復歸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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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莊忠進，2003：56）。根據 Llewllyn & 

Howse（1999）認為，復歸式正義並不是

「新一波」的社會運動。它其實是回歸到

傳統的西方與非西方世界在人類歷史上早

已存在處理犯罪和衝突的模式。事實上，

應報懲罰思想影響與支配西方的犯罪問題

和刑事司法系統而言，其實僅僅少數幾世

紀而已。復歸式正義的出現早先於應報式

正義，它同時被記載於社群正義時代（人

類有部落時期）（Zehr，1995）；在呈現正

義方面，它是屬於風俗習慣與土著化的取

向。同時，它又類似介於社群正義強調化

解爭執的過程與傳統重視治癒作為之間。

遲自 1066 年起，始出現以國家為主導的刑

事司法體系，將追訴犯罪的權限歸屬於國

家，被害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幾乎完全被

忽視（Evans，1998；莊忠進，2003：57）。

一般而言，復歸式正義的歷史演變主要可

以分為四大時期：（許春金，2002） 

一、無首領社會的復歸式正義時期 

根據 Michalowski 的說法，無首領社

會主要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組織，該社

會強調集體責任的概念，因此，個人非常

強烈地依附在團體，也大大減少了衝突的

可能性，同時提高順從性（conformity）。

如果有衝突或問題發生，則雙方會評估衝

突所造成的損害，再決定要如何處理加害

者或被害者，以使雙方再回復平衡。而其

處理衝突的方式則有： 血親復仇（ blood 

revenge）、 應報 （retribution）、 儀式滿

足（ritual satisfaction）、 補償（ restitution）

等。其中與復歸式正義最相關的是：儀式

滿足與補償。儀式滿足是要求加害者象徵

性地認罪，接受公共的譴責或是形式上的

損傷，以滿足被害正義需求的情感。補償

方面，是公認最常用以解決紛爭的方式，

以使雙方迅速回復正常的關係。以亞馬遜

河的「坎尼拉」部落社會為例，有關傷害、

殺人、性侵害等罪名通常會由部落長老「祭

司」討論該如何處理紛爭，大部分最後裁

決均傾向以「牲禮」（補償一定頭數的豬、

牛、羊）作為補償被害者的方式。 

二、早期國家社會的補償制度時期 

就西方的法制史而言，復歸式正義的

精神，可以遠溯到西元前 2060 年的

Ur-Nammi 法典。Weitekanrp 指出，早在漢

摩拉比法典（2380B.C.）即將補償制度侷

限規定於財產犯罪（也有代替死刑的案

例）。羅馬十二木表法規定：竊盜犯罪者應

該賠償所偷東西兩倍的價值。西元 600 年

的日爾曼部落法（Germanic）規定，對於

暴力與非暴力犯罪者命令其賠償（莊忠

進，2003：57）。此外，早期的希伯來人將

復歸式正義的補償制度運用於人身犯罪的

部分，公元 500 年到 1100 年左右，安格魯

薩克遜（Anglo-Saxon）的法律允許對殺人

犯罪判以金錢的罰鍰。一直要到中古世紀

後期，死刑才成為殺人犯罪的唯一懲罰。

而 Schafer 也指出，印度教的社會奉行「補

償者得到原諒」的信條。 

三、本世紀以來的補償制度時期 

自從 12 世紀的末期，復歸式正義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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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司法制度幾乎完全被當前應報式刑罰觀

念所取代。國家權力集中化的結果，極權

的君主乃有設計刑事法用以控制人民行

為。因為應報式的刑事法強調「懲罰」，導

致被害者補償的權益總是擺至懲罰之後；

更有甚者，被害者及其家屬連一毛都拿不

到（因為加害者入獄或遭到死刑處分）。儘

管如此，古典學派學者，如：貝加利亞

（Beccaria）及費利（Ferri）等人即認為罪

刑均衡原則，同時主張應放棄殘忍的死刑

政策，強調自由刑的重要性，例如：貝加

利亞認為對於竊盜，因其以他人的損失來

滿足自己，就應以罰款做為懲罰，以其損

失來補償，若無力償還，則可藉由暫時的

勞役加以懲罰。費利則主張，國家疏於保

護被害人的權利，且必須補償被害者所受

的損害。 

四、和平創建的復歸式正義時期 

在 1980 年末期，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

授 Hal Pepinsky 首度揭櫫「和平創建」

（peacemaking）概念，並用以作為了解「犯

罪人」與「社會」之間鴻溝的橋樑。Pepinsky

認為，處理犯罪問題僅有兩種取向觀點：

和平創建（ peacemaking）、 壓制處置

（warmaking）；而現今社會面對犯罪問題

均採以「壓制處置」方式。和平創建的觀

點則改善壓制處置對加害者的「責難」及

「缺點」指明，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被

害者－加害者」關係的「大和解」，營造一

個回復到具有：和平、問題解決取向與關

係修復（加害者、被害者、社區）等特色

的情境。最後所要爭取「復歸」的「正義」

有三：關係式的正義（relational justice）、

實質正義（positive justice）與再整合性正

義（reintegrative justice）（Marshall，1997）。

所謂的「關係式的正義」係指有別於過去

傳統刑事司法正義的處置過程，並強調建

構一實質關係（非法律介入的關係）的正

義。「實質正義」則說明正義的實現必須

是：由當事人團體（eponymous group）倡

導將「刑罰」（punishment）為自我目的導

向的觀點移除後所建構的正義取向觀點。

「再整合性正義」這個觀點源自於學者

Braithwaite（1989）之「再整合性羞恥」

理論當中，主要強調在協商式的家庭會議

裡，如何讓加害者激發自我的羞恥心，並

願意表達道歉悔意、承擔補償責任，同時

接受被害者與社區關心者之諒解等過程。 

肆、 復歸式正義少年司法的核

心價值與實務型態 

一、核心價值：和平創建

（peacemaking）與重視人權 

一般來說，「應報式正義」所聯想的核

心概念是：「懲罰」（punishment），相異於

「應報式正義」的「復歸式正義」則著重

於 ：「 調 解 」（ mediation ）、「 補 償 」

（ restitution ）、「 擔 負 責 任 」

（accountability）。談及「復歸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又稱修復式正義）一

詞，Howard Zehr 認為，首先復歸式正義

強調三個不同的問題：一、甚麼樣的損害

起因於犯罪？二、甚麼是需要被視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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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事」（make it right）或需要修補傷害

（harm）？三、誰有責任從事修補傷害？

基本上，復歸式正義著重「關係」之維繫

及協商，此一「關係」，主張：犯罪所造成

的結果是對人際間（被害者－加害者）、社

區乃至整體社會的一種「社會損害」（social 

harm）。復歸式正義的做法有別於傳統應報

式主義，它強調的是：社會的衝突面向而

非違反「法律觀點」、著重修補損害的一種

「 關 係 式 正 義 」、 建 立 和 平 創 建

（peacemaking）的對話與協商機制、重視

被害者、加害者與社區三方面關係損傷的

事實、重視被害者的聲音與權益、鼓勵加

害者擔負應有的補償責任等條件的參與。

所以它是一種將：被害者、加害者、社區

三方面「帶入」（bring into）非敵意討論情

境的理念策略（陳祖輝，2003）。職是之故，

Tony Marshall（1997）為復歸式正義下了

這樣的定義：「復歸式正義是一項特殊犯行

的所有利害當事人共同聚在一起，共同處

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的過程」。Bazemore & 

Walgrave 則將復歸式正義更簡單地界定

為：「任何主要目的為回復犯罪所造成的損

害之活動，均稱之」。Pranis（1997）認為，

復 歸 式 正 義 是 一 種 「 和 平 創 建 圈 」

（peacemaking circle），它的目的在於治癒

加、被害雙方的關係；同時，主要建立在

幾點重要基礎之上：尊重每一個人、信任

感、對協調結果的認同、開放地傾聽被害

者的痛苦與了解受害經驗對其影響。 

美國在 1996 年召開全國矯正電訊會

議，該會議的專門研究小組為復歸式正義

訂下了 7 個主要的核心價值，如下：

（Seymour & Gregorie，2002） 

犯罪是一種侵犯人際關係的 犯行。 

被害者與社區應被視為是司法過程

的主要核心對象。 

司法處理過程的第一優先順序是協

助受害者。 

司法處理過程的第二順位是盡可能

地修復與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 

加害者在犯罪後應對被害者與社區

負起個人的責任。 

基於復歸式正義的精神，加害者將

培養修補自我缺陷的能力。 

契約監督者為了達到復歸式正義的

精神目標，採伙伴關係的行動方式與加害

者一起承擔責任。 

二、實務型態 

調解  

調解，基本上需要中立的第三人團體

（受有訓練的社區自願者或社工人員）在

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進行對話上的調解。

在 1971 年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地區開始為

刑事調解訂立標準。此時，調解過程中，

雙方父母親或相關親友必須出席調解場

合。調解者具備有傾聽的技巧，例如：眼

神專注、摘要參與者的講話重點、確認加

／被害雙方彼此的共識與討論。茲介紹相

關實務類型：（McCold，2001：41） 

社社社社社 Community Mediation） 

社區調解計畫主要是由社區爭議調解

中心（類似我國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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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並附屬於法學院、法庭服務與相關

公家的基金會。他們承接的個案大部分是

來自於警方、檢察官、觀護人或未經預約

自行申請等。基本上，屬於輕微的案件，

如：偷竊、傷害、破壞公物、公共危險罪

等大部分都會轉介到社區調解計畫內來執

行。以美國來說，大部分的調解者均具備

專業背景，就算是自願擔任調解工作的人

也需要接受調解技巧訓練後才可以執行該

項工作。調解者不在當事人雙方之間替他

們做決定，但是在協商失敗之際可以提供

多元選擇方案供其考慮。 

被被被被被被被社社被被社 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 

該計畫肇始於 1974 年安大略的

Kitchener 市，從事於傷害治癒與回復被害

者的權益。協調者居間鼓勵雙方參與調解

活動，藉由協助雙方良性溝通與確保場面

安全之下，規範互動的遊戲規則。該計畫

主要內容即被／加害者雙方及其利害關係

人（團體）共同聚集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

會面，並進行與犯罪事件有關之結構性討

論的過程。討論過程中，需要由一位專業

訓練的協調者（mediator）負責召開討論會

議，被害者在此過程中得以讓加害者知道

犯罪所造成的身體、精神與財物的損害，

並且接受他們的詢問；進而發展出制定一

套由加害者財力方面的補償計畫。加害者

必須在過程中透過「對話」（dialogue）機

制，表達願意負起犯罪行為應有的責任，

並完全同意接受未來的補償。該計畫最後

所做成的協議在法院審理時進一步作為判

決之參考（陳祖輝，2003：73）。 

會議  

一般而言，以社區會議進行協商時，

主要可區分成兩大賠償類型（Retzinger & 

Scheff，1996：316－318 ）：物質性賠償與

象徵性賠償。物質性的賠償係指加害者承

諾實際的金錢或物品賠償，或是透過社區

服務來贖罪。象徵性賠償在會議當中被視

為是一個重要「受尊敬的社會儀式」。加害

者必須提出口頭的道歉，姿態上表現出謙

卑有禮；讓被害者暢所欲言，表達內心的

傷痛與感受，並且鼓勵雙方情緒抒解與解

放。最後，期望被害者可以接受加害者的

道歉並決定寬恕其犯行。以下將簡介各種

會議的實際運作內涵： 

紐紐紐紐紐紐紐紐紐社 Family Group 

Conferences） 

1989 年紐西蘭政府頒布「兒童、少年

暨其家庭法」，明文確立家庭協商會議的法

定地位。適合該會議的基本條件規定是：

少年犯行已被確立、少年未否認其犯行，

以及該犯罪只要不涉及謀殺或一般殺人罪

的指控均可。同時，少年法庭不可以對適

合參與會議條件的少年在尚未參加會議之

前就予以宣判罪刑。該會議參與者除了加

／被害雙方、少年法庭協調者之外，雙方

家屬、承辦警察、親友或家屬期盼出現的

適合人選（如：律師、教師、牧師或地方

仕紳）等，均可共同參與會議討論，並決

定最後賠償與懲罰的結果（L. Thomas 

Winfree，2004：197；McCold，2001：45）。 

澳澳 Wagga Wagga 紐紐社Confer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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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agga Wagga） 

1991 年該會議早在澳洲新南威爾斯

的Ｗagga Ｗagga 被納入社區警政的一

環，它的誕生基本上是受到紐西蘭家庭協

商 會 議 的 影 響 。 澳 洲 著 名 犯 罪 家

Braithwaite（1989）所提出的「明恥整合

理論」（theory of reintegrative shaming）才

是背後最主要的理論啟蒙源頭。該會議與

其他地方的協商會議大同小異，仍不脫離

討論犯罪過程的發生，以及思索如何協助

加／被害雙方走出敵意的情緒，積極開拓

責任賠償的可能。其中，該會議最殊地方

在於會議的協調者是由警察擔任，並由警

察來主導整個會議進行及監督加害者承諾

的兌現完成。 

北北社社社北紐紐社 Community Group 

Conferences） 

該會議是一個以「特殊案件導向」

（ incident-focused）性質為主的協商會

議，同時它可以是在各種公開場合，如：

學校、工作場所、社區、少年社團組織與

大學校園內發生，會議形式與程序大體上

與其他的協商會議雷同。以加拿大為例，

該國於 2003 年通過「新少年刑事司法法

案」（The new 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

即強調未來將擴大以社區導向來回應少年

犯罪（Hillian，Retitsma-Street & Hackler，

2004）。 

互動圈  

「互動圈」（Circles）的概念源自傳統

土著文化內排解糾紛的社會儀式過程裡，

通常是由部落內的長老們經過討論後，點

頭達成協議之後，以賠償物品當作最後和

解的手段。當然，過程中為了促進部落原

有的凝聚力，透過情緒上的抒發與排解可

以迅速幫助被害者走出陰霾；最後，衝突

雙方言歸於好，一起快樂地高歌起舞，和

好再相愛。相關實務型態介紹如下： 

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納社 Navajo Jus-

tice） 

傳統上納瓦伙印第安族的司法習俗是

用於排解衝突，它的內在意涵是建立在部

落的「Hozhooji」這個概念之上（意思指

的是活在健全的人際關係之中）。該部落的

司法處理過程充滿了儀式性的味道，除了

允許描繪案件發生的過程，釐清責任的歸

屬外，族中的協調者（peacemaker）還會

引述文化上類似故事的情節作為先例，提

供賠償前做建議參考。最終的賠償可以由

加害者提供金錢、馬匹、珠寶或其他有價

物品當作象徵性賠償的標的物。通常當個

人傷害到其他人，將會造成讓人際關係產

生蒙羞，以致於間接造成整個部落跟著一

起蒙羞。這般強大的內部社會連帶制約力

量箝制著加害者必須選擇賠償一途，同時

不敢有再犯的情形發生。 

審審審社 Sentencing Circles） 

審判圈是一個以社區導向的司法處理

過程，刑事司法體系可以說是社區的共同

伙伴關係。換言之，就是將原先在法院審

判討論的過程帶回社區情境的現象場

（setting）來討論。它源自於傳統的印地

安人的儀式，參與者包括：被害者、加害

者、社區人士、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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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社工人員。該制度簡單的說，是由

更多專業人加入討論過程，其結論的決定

權來自於參與的社區成員。參與者圍坐成

一圓圈，彼此互相傳遞意見與討論，有時

可以針對事實進行討論以及保證將來應獲

得什麼樣的懲罰（punishment）；這裡的「懲

罰」包括了：加害者接受諮商輔導

（counseling）與服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情緒高漲時，專業輔導人員可以

適時介入治療被害者或加害者的情緒。最

後所做成的共識性結論及處置方法形成司

法判決，在接下來的過程裡，法院及社區

均有責任監督加害者實踐結論所要求的事

項（陳祖輝，2003：74）。 

伍、 復歸式正義運用在犯罪預

防㆖的評價 

一、促進刑事司法的經濟便宜特性 

傳統的應報刑司法係透過象徵性國家

的強制力介入，方能懲罰加害者。論及從

逮捕、訴訟、審判到矯治這整個過程所耗

費的時間與金錢來說，均是一筆可觀的數

目。重要的是，倘若犯者被關進監獄後，

其收容的成本開銷不盡然是符合經濟成

本，反倒是成為國民賦稅的負擔（如：增

闢監獄）。更擔心的是，如果犯者矯正失

敗，在獄中不但沒學好，反而愈染愈黑的

話，再犯所耗費的警力與司法系統成本重

新啟動來看，實在是看不出有達到懲罰又

能減低社會成本支出的景象。復歸式正義

的少年司法是一套有效的轉向制度，它在

正式司法系統啟動前，先針對屬於高危險

群的偏差少年進行非正式的司法轉向過

程，其目的是在減少未來這些偏差少年可

能犯下更嚴重的犯罪，耗費更高的社會成

本支出。同時，找出偏差少年的犯罪源頭，

從其社會人際脈絡底層予以先行矯正、協

助，使其能轉而成為社會的一股穩定力量

（Lawson & Katz，2004）。 

二、日本的犯罪率下降 

在日本，特殊的「恥感文化」背景加

上有效率的刑事司法體系，使得該國整體

的犯罪率成長與亞洲各國相較而言，一直

是個犯罪率低、治安良好的的現代化國

家。日本的復歸式正義作法是：對於初犯

與微罪犯者大量實施緩起訴與賠償制度，

同時，法官審判的刑度取決於被告是否採

取「坦白從寬」的原則（ Galaway & 

Hudson，1996：360－361）。當加害者對

被害者認錯、道歉與承擔賠償之責後，容

易激發其羞恥的道德直覺，進而內控其個

人行為，不致發生再犯。因此，日本的犯

罪率之所以會下降在於其司法系統的「前

門政策」做得相當落實，包括：學校羞恥

感的管理教育、社區的凝聚力、社區警政

的犯罪預防政策與個人自我監控的信念培

養等，均是讓復歸式正義在日本大受歡迎

的原因，成為繼紐澳、北美與歐洲實驗成

效良好之後，亞洲第一個推行的國家。 

陸、 ㈹結論： 

復歸式正義為效嗎？參制與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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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證研究（Hayes & Daly，2003）

指出，復歸式正義的轉向制度用於少年司

法、觀護的成效明顯優於成人犯的觀護部

分，同時也指出，少年犯經過復歸式正義

取向的會議、調解之後，再犯情形明顯下

降；究其原因，應該與少年的社會化程度

算是涉世未深，動之以情，均能觸動內心

良知，以及少年事件情節、犯罪動機通常

較為單純，所以容易處理。但是，也有研

究（莊忠進，2003：67）顯示，復歸式正

義的轉向制度許多備受質疑的地方：其

一，經濟能力承擔不平等的問題，有錢的

犯罪者可能認為賠償視為九牛一毛，無法

深刻體會賠償的實質含意。其二，無法強

制實施的窘境，復歸式正義的轉向必須取

決於當事人雙方都自願且同意的情況下才

能發生，加拿大實務上發現，有些處遇者

會感到麻煩和沒面子，寧願選擇在監服刑

較為簡單。其三，適用性問題，實證研究

發現，財產性犯罪與微罪調解成效較佳，

嚴重的暴力犯罪和無受害者犯罪（如：吸

毒）可能無法達到良好的成效，故而成為

該政策的限制所在。其四，調解人的專業

問題也備受質疑，例如：警察、地方仕紳

這類身份敏感的人容易遭到公信力質疑的

問題。調解如果運作不當可能造成被害者

二度傷害，拒絕參加調解。因此，未來復

歸式正義的少年司法必須透過立法，審慎

考量適合對象。當然在技術層面仍待考慮

的重點有：某些罪刑強制納入社區處遇，

讓加害者不是認為只有金錢賠償了事，例

如：西方某些國家曾對酒醉駕車累犯者，

命其在肇事路段架設警告標語，同時要買

下報紙或媒體版面向國人道歉；另有服社

區勞動，如：倒垃圾或到醫院當義工。其

次，調解的品質攸關於雙方和解的意願，

調解人的專業素質是否應該採行嚴格的證

照制，讓調解結果產生公信力。最後，學

校教育應強化恥感的道德教育，平時排解

時即可採行協商制度，而非立即的處罰。

以當前國內的少年司法制度而言，未來若

能審酌復歸式正義的少年司法，在這裡有

三點建議：一、從少年事件處理法內容修

法起，將屬於保護事件範疇的少年先行作

為實驗對象。二、政府應完備中途之家的

功能，將其定位成監督少年履行賠償承諾

的輔導單位。三、健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的功能，使其成為有完備訓練計畫與執行

能力的單位。調解人不可以是現行的地方

官派或酬庸性質，應授權由專業人士來負

責，社區相關代表組成類似陪審團一起處

理少年保護案件。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發治所博士班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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